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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给予宝贵建议的 Bryan Mercurio教授、Beverly Moran教授和 Nick Ranieri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对给本
文提供资金支持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表示感谢。
②
关于扩大的双边贸易协定，参见 Thomas R. Howell, Alan Wm. Wolff, Brent L. Bartlett &和 R. Michael
Gadbaw,的《国家间的冲突：20世纪 90年代的贸易政策》(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参见 Fatoumata
Jawara 和 Aileen Kwa的《在WTO的背后：国际贸易谈判的真实世界》(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3)。关于WTO的变化特征，参见 Peter Gallagher的《WTO的头十年：1995—200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和 Peter van den Bossche的《世贸组织的政策法规：文本、案例和题材》（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中。
③
关于全球贸易谈判的历史，可参见 Thomas R. Howell, Alan W. Wolff, Brent L. Bartlett和 R. Michael Gadbaw
合著的《国家之间的冲突：90年代的贸易政策》（Boulder, CO: Westview,1993）; Fatoumata Jawara和 Ailcen Kwa
的《揭幕WTO—国际贸易谈判的真实世界》（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2003）。
④
搁置处理WTO贸易争端解决的趋势包括引导大量的贸易争端由地区法院和国家法院解决。有关WTO下的
争端解决，可参见 Yang Guohua, Bryan Mercurio和 Li Yongjie的《对WTO争端解决的理解：一种详细解释》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5）。Petros C. Mavroidis和 N. David Palmeter的《关于WTO的争端解
决：惯例与程序》（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Ernst-Ulrich Petersmann的《GATT/WTO的
争端解决体系：国际法、国际组织和争端解决方法》（London, The Hague, and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7）。关于区域贸易协定，可参见 James H. Mathis的《GATT/WTO下的区域贸易协定：关于
第 24条和国际贸易要求》（The Hague: TMCAsser Press,2002）。
⑤
关于由双边贸易协定作用于多边贸易而引起的结构变化的解释，特别是关于贸易自由与保护主义，可参见
Scott L. Baier与 Jeffrey H. Bergstrand的《世界贸易的增长：关税、运输成本和收入相似度》（发表于《国际
经济学》53，第 27期，2001年）；Anne O. Krueger,的《优惠贸易条款是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发表于








































参见 Chad P. Bown的《参与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原告、当事人和搭便车者》（《世界银行经济观察》
19，第 2期，2005年，第 287页）；Chad P. Bown的《GATT/WTO争端解决在经济上的成功》（《经济学与统
计期刊》3，第 3期，2004年，第 811页）；James McCall Smith的《争端解决设计的政治性：区域贸易协定
的法规主义的解释》（见《国际组织》54，2003年，第 137页）。Michael J.Trebilcock和 Robert Howse的《国







心WTO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参见 Kent Albert Jones的《谁在恐惧WTO？》










关于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突，可参见 Gea M. Lee的《有国内政策作为变相保护的贸易协定》（见
《国际经济评论》71，第 1期，2007年，第 241-259页）。还可参见 John Howard Jackson的《主权，世贸组




















































参见 Bryan Mercurio和 Simon Lester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分析与评论》(Cambridge: Cambridge




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GATT的第 24条》(见《国际经济评论》7，第 4期，1999年，第 555-570页)。





参见 Fred C. Bergsten的《竞争性的自由主义和全球自由贸易：对 21世纪前景的预见》，见 APEC工作报
告第 96-15号文件，（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1996）。通过“竞争性的自由主义”，
GDP有待获得增长。
⑦
参见 Elhanan Helpman的《经济增长的奥秘》（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⑧
关于全球竞争能否促进贸易自由的争论早就存在，可参见 Edward Montgomery Graham和 J. David
Richardson的《全球竞争政策》(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1997)；Michael Storper










































关于双边贸易协定对非缔约方的影响，可参见 Kyle Bagwell和 Robert W. Staiger的《多边贸易谈判勘误表，









际贸易：英国、法国和美国，1860-1990年》（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1995）。
⑤
可参见Wesley C. Mitchell的《货币在经济理论扮演的角色》（见《美国经济评论》6，第 1期，1916年，
第 140页）；见 Razeen Sally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理论研究和学术史》（London: Routledge,1998）。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1）。
⑦




2005年，第 341-368页）；Andrew F. Daughety和 Jennifer F. Reinganum的《开拓未来：最惠国条款在解决协商
中的信号模型》（《兰德经济学杂志》35，第 3期，2004年，第 467-485页）；AndewA. Faye的《APEC和新
区域主义：GATT对WTO的服从和解决方案》（见《国际贸易法律和政策》28，1996年，第 175-215页）。
⑨
关于双边贸易选择性与排他性的争议，可参见Martin Wolf的《为什么全球化会起作用？》（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Jagdish Bhagwati和 Arvind Panagariya的《特惠贸易协定理论：历史发展与当前
动态》（见《美国经济评论》86，第 2期，1996年，第 82页）；A. O. Krueger的《特惠贸易协定究竟是贸易
自由还是贸易保护》（《见《经济观察》13，第 4期，1999年，第 105页）；Raymond Riezman的《双边贸易









































可参见 Adam Szirmai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简介》（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hilip











自由贸易协定。可参见 L.E. Trakman的《NAFTA下的争端解决：手册指南和资料汇编》（New York:
Transnational, 1997）；Robert E. Litan和 Peter Hakin的《北美经济一体化的未来：超越 NATFTA》（Washington,




会：相关评论》（见《牛津发展研究》31，第 1期，2003年，第 33页）；Steven M. Suranovic的《国际贸易
理论和政策》，可登陆网站<http://internationalecon.com/Trade/Tch100/T100-4.php>。
⑥
例如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参见 Jeffrey J. Scott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应对方法和关注程度》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Economics, 2004）；Peter Drahos和 David Henry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




NAFTA下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与美澳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澳大利亚就表现如此。可参见 John A. Ragosta的
《NAFTA协议中不包括文化产业——参数》（见《美加在线杂志》3，1997年）；见报告《外交部与贸易，








11 可参见 Gerald Chan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承诺：贸易，军备控制，环境保护和人权》（River Edge, NJ:
World Scientific,2006）；还可参见 Yong Deng和 Fei-Ling的《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政策的动力与力量》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5）。
①
可参见 Aimin Chen和 Shunfeng Song的《中国加入WTO后的农村经济：问题与对策》（Aldershot:
Ashgate,2006）；Deepak Bhattasali与 Shantong Li的《中国与WTO：中国加入WTO后的政策与贫穷》
（Washington,D.C.: World Bank,2004）。
②“第 2代”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WTO下近 40年所涌现出的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 NAFTA,与“第 1代”
的协定，如先前的 EU完全不同。关于 EU的历史，可参见 Christopher Stevens和 Jane Kennan的《前洛美
WTO的兼容性的贸易协定》（见《经济报告》45）；Ernst-Ulrich Petersmann和Mark A. Pollack的《跨大西洋
的经济纠纷：欧盟，美国与WTO》(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③
参见 Ramkishen S. Rajan, Reza Y. Siregar和 Rahul Sen的《新加坡与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与美国，日本的
经济关系》（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1）；Sen Rahul的《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协定》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4）；John Ravenhill的《亚太地区的新双边主义》（见《第
三世界季刊》24，第 2期，2003年，第 299页）。
④
关于WTO中复杂的政治地缘和经济预测，可参见 Jawara和 Kwa如注解 2所提。
⑤
多边贸易文化当然属于“法律”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它远非像自由贸易协定那样以清晰的法律准则为基础。
参见 Leon E. Trakman的《法律传统与国际商事仲裁》（发表于《美国仲裁评论》17，2007年春，第 1-43页），
见<http://works.bepress.com/leon_trakman>；Roger Cotterrell的《法律文化观念》，发表在由 David Nelken编
辑的《法律文化之比较》（Aldershot: Dartmouth, 1997）；Alan Watson的《法律变迁：法律和法律文化的资料
来源》（发表于《宾州大学法律评论》131，1982年，第 1121页）；还可参见 Clifford Geerz的《文化的解释：
精选集》（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⑥
可参见Michael N. Barnett和 Raymond Duvall的《全球管理的力量》（发表于《全球治理的剑桥研究》98，
2005年）。Jagdish Natwarlal Bhagwati的《为全球一体化辩护》(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Bernard
M. Hoekman和 Philip Aaditya Mattoo的《发展，贸易与WTO：手册指南》（New York: World Bank,2002）。关
于支持 GATT和WTO体系的机构设置，包括为维持多变贸易机构的的公共服务，可参见 Yi Chong Xu和
Patrick Weller的《全球贸易管理：国际公务员与 GATT/WTO》（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4）。
⑦






















































为什么 GATT起草的条款会包括第 24条的原因，请看上面的注解 17和 18。关于第 24条可参见注解 4。
⑤
尽量避免多边贸易关系中的争端是老方法了。用加拿大的眼光来看避免贸易争端的外交政策，可参见
Philippe G. Le Prestre的《冷战时代的角色探索：过度时期的外交政策》（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97）；Duncan Cameron的《自由贸易文件》（Ottawa: Lorimer, 1986）。
⑥
关于欧盟贸易政策的历史，可参见Stevens Kennan, Petersmann和Pollack的注解45；Gary P. Sampson与Stephen




学》（见《亚洲商务》23，第 2期，2007年 2月）；Jamus Jerome Lim的《东南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规模》（见
《东盟经济通报》23，第 3期，2006年，395-396页）；Vinod K.Aggarwal和Min Gyo Koo的《东盟和亚太经
合组织的发展：新东亚双边主义的涵义》（见《欧洲东亚经济研究杂志》4，第 2期，2005年，第 222-264页）。
⑧
关于 NAFTA，可参见注解 36，还可参见 Andrew D.M. Anderson的《追求共同利益：美国加拿大在 90年





Journal of Translatio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s of Economics
·24·
为采取的措施随自身的发展而改变。例如，近年来，针对多边贸易集团违规行为的全球应对
措施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 1947 年的 GATT 到后来的 WTO，
①
从 1994 年的乌拉圭谈判到 1999































可参见 John H. Jackson的《GATT和WTO中的法律理论：对条约法和经济关系的洞察》（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Mike Moore的《无障碍的世界：自由，发展，自由贸易和全球管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John Micklethwait与 Adrian Woolridge的《未来理想：全球
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New York: Crown,2000）。
②
参见 Andrew G. Brown的《不情愿的合作伙伴：多边贸易的历史；合作，从 1850年到 2000年》（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Bernard Hoekman与Michel Kostecki的《世界贸易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GATT到WTO》（Oxford: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2001）。
③
关于中国加入WTO，可参见 G. Wen著，Huizhong Zhou与 Ding Lu编辑的《中国通过WTO实现经济全
球化》（Abingdon: Ashgate,2003）；Shuming Bao, Shuanglin Lin与 Changwen Zhao的《中国加入WTO后的经
济》（Abingdon: Ashgate,2006）；Guy Liu Shaojia和 Guy Shaojia Liu的《中国加入WTO及其对制造业的影响》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1）；Ching Cheong等的《中国加入WTO及其影响





可参见 R.S. Rajan与 R. Sen的《新加坡的新贸易策略：双边主义的利弊》，见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en&ir=lang_en&q=cache:_6DNZGy37RMJ:www.adelaide.edu.au/cies/0202.






对关税结构有影响的社会福利与市场准入，可见 James E. Anderson与 J. Peter Neary的《社会福利与市场
准入的较量：对关税改革来说关税结构的涵义》（见《全球经济》71，第 1期，2007年，第 187-205页）。
⑦
可参见 Kyle Bagwell与 Robert W. Staiger的《多边贸易谈判，双边机会主义与 GATT/WTO的规则》（见《全
球经济》63，第 1期，2004年，第 1-29）。
⑧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额外费用的典型特征就是与贸易自由化相关连的通讯费用，参见 Carsten Fink, Aaditya





易自由化和儿童健康权利》（London: Save the Children UK,2000）。
⑥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服从的义务，可参见 Yong-Shik Lee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再次发展》（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还可参见 Luis Abugattas Majluf的《在意大利面碗中遨游：在新区域主义










可见 Gabrielle Marceau的《WTO的争端解决与人权》（发表于《欧洲国际贸易杂志》14，第 4期，2002
年，第 753-814页），可登陆<http://ejil.org/forum_tradehumanrights>查看。关于合同法的知道准则，见 Leon E.
Trakman的《合约：法律：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第 3期，（Elsevier,2001）,第 8页与第 102页。












































参见 T. Hertel, D. Hummels, M. Ivanic与 R. Keeney的《对法国通用电器公司自由贸易协定的评估，我们能
有多自信？》，全球经济分析第 6次海牙年度会议机密文件，2003年 5月，见
<http://econpapers.repec.org/paper/gatworkpp/1324.htm>。T. Hertel, D. Hummels, M. Ivanic与 R. Keeney的《美
加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发表于《加拿大经济》34，第 3期，2001年，第 677页）；K. Fukao,









见 James Oliver Gump的《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贸易，殖民主义，独立与发展》（发表于《世界历史》11，
第 2期，2000年秋，第 396页）。经济帝国主义限于殖民主义中并非指控；参见 D.K. Fieldhouse的《资本帝
国主义理论》（London: Longman, Green, 1967）；Francis W. Hirst的《自由贸易与曼彻斯特学派的基本学说》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1968）。
⑥
关于全球贸易效益的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的尖锐批判，参见 Lori Wallach与Michelle Sforza的《WTO：






关于由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利益的经济计量学分析，可参见 Scott L. Baier与 Jeffrey H. Bergstrand的《自由贸
易协定真的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吗？》（发表于《全球经济》71，第 1期，2007年，第 72-95页）。
⑨











































Brown的《勉强的合作伙伴：从 1850——2000年的多边合作贸易历史》（AnnArbor, MI: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参见有关 Litan与 Hakim注解 36；参见 Joseph A. McKinney的《由 NAFTA创造：条款相关制度的结构、
运作及意义》（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1）；Robert A.Pastor的《走近北美：旧世界为新世界带
来的教训》（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2001）。
⑨
在布什政府的推动下，双边贸易协定获得典型的增长，以扩大美国的自由贸易关系。自 1985年与以色列













































正如美国议员 Charles Schumer 和前里根












参见 Caroline Dommen发表在由Micheal windfuhr编辑的《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人权主流化》中的《WTO，
国际贸易和人权》（Geneva: Trade—Human Rights—Equitable Economy, 2004）。
⑥

















11 参见 Caroline Dommen的《提高WTO下对人权的关注——主角，过程和可行策略》（发表于《人权季刊》
24，第 1期，2002年）；还可见有关 Hilary的注解 72。
12 见<http://www.iht.com/search/search.php;http://www.brookings.edu/comm/events/20040107.htm>。关于由贸易
保护措施表现出的保护主义，见M. C. E. J. Bronckers的《多边贸易关系中的选择性保护措施：GATT的贸易
保护主义问题，欧洲共同市场和美国法律》（发表于《全球经济》2，第 4期，1991年，第 547-566页）。关


















































美国为实现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见 Jeffrey J. Schott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关注与




















⑨ NAFTA并非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完美例子，这里有很多原因。第一，与 EU不同，美国在 NAFTA中













































WTO对人权问题还做的不够，见关于 Dommen的注解 100与 106，也可见第 2部分的第 6点。
④
关于贸易集团交易谈判获取的“成就”仍是争议之源，见注解 3。还可参见 Giovanni Anania的《农产品贸易
冲突与 GATT：影响美国欧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新因素》（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⑤
参见 R.C. Feenstra与 G. H. Hanson的《全球产品分配与不断扩大的不公平：贸易与工资调查》（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1）。
⑥
参见 Bermard Hoekman与Will Martin的《发展中国家与WTO：积极的议事日程》（Oxford: Blackwell, 2005）；




















































可参见 Kala Krishna与 Cemile Yavas的《当贸易损害利益：不可分割的消费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见《全
球经济》67，第 2期，2005年，第 413-427页）。关于WTO下解决争端的机构设置，见《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事务部门》、《WTO争端解决体系指南》（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参见 Robert Z. Lawrence的《犯罪与刑法？：WTO体系下的报复》（Washington, D.C.:




见 Jeffrey J. Schott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策略与重点》，未出版的原稿（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参见《金融时报》的文章《为什么亚洲必须选择贸易区域主义》（2006年 12月 3日）；见 Jagdish Bhagwati
的《支持全球化》（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和他的《百日风云变幻：美国是如何失当处置全
球化的？》（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1）。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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